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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建设：周恩来总理历次政府工作报告
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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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周总理履职期间的五次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第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
报告进行话语的文本分析，发现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交织着建设与革命两大主题。建设话语在周恩来
于 1950年代所作的三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在周恩来的 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革命话
语压倒建设话语。在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1975 年）中，建设话语逆势归来，与党的十大
（1973）和九大（1969）政治报告的极左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分析表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是
对党的八大报告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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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和国总理的身份，对全国人民大会代表
作政府工作报告，毫无疑问是建国后周恩来政治
生涯的重要时刻。1954 年 5 月 23 日，周恩来首次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正值 56 岁的壮年。20 年之后，当周恩来于
1975 年 1 月 13 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最后
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已是 77 岁的老者。此时，
抱病坚持走上全国人大主席台的周恩来的余命只
有一年。1976 年 1 月 8 日，这位伟大的政治家走
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他的去世，激起全国人民的
深切悲伤和哀悼，引发了抗议“四人帮”“极左”路线
的全国性的“四五”运动，后者直接促成了邓小平
的第三度被打倒，但这很快被证明是“四人帮”倒
台、改革开放新时代开启的前奏。带着这样的历
史感阅读周恩来的五次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可以
在梳理出改革开放前的中共政权施政目标和路线
的同时，触摸到周恩来个人的政治追求和担当。
本文将以周恩来总理的五次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同
时代三次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研究对象，
运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工具，从关键词、共享词
的角度提炼研究主题。分析发现，在周恩来的历
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交织着国家革命和建设两大
话语体系。所谓革命，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自建
政以来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在生产关系、阶级斗
争、政治运动等上发生的言论和行动，其发展的顶
峰和极端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的理论和实践。所谓建设，指的是在国家社会、经
济建设上的相关施政话语、方针和政策。作为总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An Discourse Analysis of Premier
Zhou Enlai’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ZHANG Guang WANG Liang
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remier Zhou Enlai’s five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in the National Congress,with a comparison with the three political reports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eightieth in 1956,the ninth in 1969,and
the tenth in 1973.Two main themes,construction and revolution,were found in Zhou’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The first theme occupied a major position in the three governmental reports Zhou
made in the 1950s,but the revolutionary diacourse prevailed over the constructional discourse in
1964.However,in the fin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in 1975,the constructional discourse bucked
the reture,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ultra-leftist political reports of the ninth and tenth national con-
gresses of the CCP.It showed that Zhou’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in 1975 was spirital return to
the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eigh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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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中共中央常委一员，周恩来必须在他代表国
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回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提出并不断更变的革命话语和实践。同
样，周恩来必须在报告中告诉人大代表国家社会
经济建设的状况和愿景。借助计算机辅助文本分
析工具，我们力图确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是如何处理革命与建设这两大话语的，两相比较，
何者为重，何者在他担任总理近 30年中更具持续
性。为了更为全面地研究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话
语体系，凸显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的话语特征，我
们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九次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借助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工具对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讲话和著述进行话语分析，是大数据时代
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向。例如，
佟德志对《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
文选》进行了民主话语的文本分析，发现中国改革
过程中民主话语体系发生了从革命话语向改革话
语转变。［1］本文是对周恩来的讲话和著述进行文
本分析的第一个学术研究尝试。
“政治话语体系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居于非常
重要的地位，是我们分析政治知识、观念、价值以
及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2］近十余年来，中共政
治话语体系的学术研究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建国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出
现了从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改革话语的转
变。［3-7］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周恩来总理的政府
工作报告和三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话语分析发
现，中共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并非单一
方向的线性发展，而是充满曲折的非线性过程。
建设话语在周恩来于 1950 年代作的三次政府工
作报告中占据主要地位，与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互
相协调。但在他的 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革
命话语压倒建设话语。在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政府
工作报告（1975）中，建设话语逆势归来，与党的十
大（1973）和九大（1969）政治报告的“极左”的革命
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次报告是对党的八大报
告精神的回归。
本文的正文将分如下步骤进行：第一节阐述
我们的研究设计和方法；第二节分步骤报告我们
对周恩来的五次政府工作报告的话语统计分析结
果；第三节概括总结话语分析的主要发现。
一、研究方法和设计
周恩来以总理身份向全国人大会议代表作的
五次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八大、九大和十大的
政治报告构成了本文的文本研究对象。这八次报
告无疑属于建国起至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发布的
最正式、最重要的公开文件。①通过研究它们，并
比较政府工作报告与党代会政治报告，我们可望
以大数据分析的方式，对建国起至改革开放前中
共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和路线，对周恩来的政治
理念和抱负，获得比较清晰的认知。
在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期
间，总共产生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 年第一
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每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期四年，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宪
法的这些规定仅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被忠实履
行。从 1954年到 1957年，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其中的第一次和第四次政府工作
报告由周恩来作，第二次和第三次则分别由时任
副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承担。后两者报告的论题
分别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与 1955 年国家决算和
1956 年国家预算说明，达不到政府工作报告的级
别。周总理作的两次报告则是实打实的政府工作
报告。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 1959 年召
开。六年后的 1964 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①《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中，“政府工作报告”一词总共出现了 4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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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则在 1975 年才
召开。这三届人大均为一次会议人大，召开间隔
与 1954年宪法规定的四年换届、每年召开一次的
法律要求越来越远，反映了反右运动特别是罢免
彭德怀党内外职务的庐山会议以来，中共党内外
民主法制被破坏的事实。这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周恩来以总理身份作的。从篇
幅上看，50 年代作的三次政府报告相去不远（见
表 1）。周的第三次政府工作报告是在 1959 年 4
月举行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此时罢免
彭德怀的庐山会议（1959.7.2-8.16）尚未召开，中
共高层内部政治生活尚属正常。1964 年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于“文革”前夕，
1975 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出台
的背景，是“文革”“极左”路线与以周恩来和邓小
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之间的斗争，随着毛泽东、
周恩来两大政治领袖的生命步入末期而白热化。
此时，饱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无法面对全国人大
代表作长篇大论，所以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只有
区区 5千余字（见表 1）。
除了上述五次政府工作报告外，作为比较，我
们还把中共八大、九大和十大政治报告纳入分析
范围。三次报告分别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
奇、林彪和周恩来所作。八大报告与周恩来的
1954和 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时间相近，九大和十
大政治报告均出自于“文革”期间，可与周恩来的
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比较。十大政治报告名义
上是由周恩来作的，但事实上是由张春桥起草
的。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
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的会议上说：“（十大）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
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
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
主席要我作报告”。［8］与此不同，周恩来的四届人
大政府工作报告则是在当时主政的邓小平的支持
甚至主持下作的。1992 年邓小平南巡期间在深
圳回忆道：“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很重要，但考
虑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写得很短，却很说明问
题”。［9］比较十大政治报告和 1975 年政府工作报
告，如果后者有显著不同于前者的地方的话，那
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分或归之于周恩来作为总
理的职责所在，或归之于周恩来的治国理政的本
意，或者同时归之于两者。
我们将通过使用计算机辅助话语分析软件
Nvivo 11.0对上述五次政府工作报告和三次党代
会政治报告的高频词、参考点、覆盖率、共享词等
语言要素加以分析。我们首先利用 Nvivo 11.0的
词云功能，获得八次报告的高频词的可视化直观
报告（图 1a-h）。“词云”是数据可视化的一种形式，
Nvivo 软件可以将文本研究对象切分成若干个分
词，并按其频率高低不同生成显示位置不同的图
像，将文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分词予以视觉上的
表 1：分析文本对象一览
报告
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
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
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
1959年政府工作报告
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1969年党的九大政治报告
1973年党的十大政治报告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场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报告人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报告时间
1954/05/23
1956/09/12
1957/06/26
1959/04/18
1964/12/21-22
1969/04/01
1973/08/24
1975/01/13
字数
23155
44520
34833
31076
19128
22404
9886
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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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以大号字体呈现在图像的中央，出现频率稍
低的分词呈现在次中心，以稍小字体环绕于中心
分词周围，从而过滤掉大量的低频词，使浏览者只
需扫一眼就能明白文本主旨。
然后，我们继续利用 Nvivo 软件从每个报告
中筛查出频次最高的 50 个关键词。在这个筛查
过程中，我们剔除了与本研究主题无关的形容词、
副词、代词（如我们）以及一些单纯表述情感的语
词。对 50 个关键词，我们按“革命话语”“建设话
语”以及其他分成三类。革命话语包含的关键词
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涉及阶级斗争和生产
关系、思想意识的改造，如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
级、阶级、斗争、专政、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等等。
建设话语包含的关键词则与经济民生建设发展相
关，包括建设、现代化、生产、计划、工业、农业、税
收等（见表 5）。一方面，中共作为一个信奉马列
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政治纲领的革命党，
在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必然要动用掌握
的国家权力，推动国家经济制度向公有制过渡。
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作为“当家人”，作为一个
具有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的政党，中共对国家的
经济建设和发展，抱有高度的热情，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此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
主义社会之所以必定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是因
为私有制不适应工业革命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
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必将
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正是本着这个信念，中国共
产党执政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一代领导
人虽然在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从新民主主
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过渡的路径等问题上
有过争论，但对过渡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深信不疑。
当然，政府工作报告甚至党代会的政治报告
不单纯是理论阐述甚或宣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
要功能是向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全国人民报告政府
的施政绩效、政策、计划和目标。党代会政治报告
尽管可以更加“理论”点，但它仍旧是工作报告，是
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党代会全体代表作的工作报
告。作为执政党，它也需要报告政府的施政绩效、
问题、政策、计划和目标。①然而，无论如何，在这
两类报告中，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仍旧是可分的，
彼此不可能完全替代或取代。“文革”期间，在国家
经济建设失序、教育体系荒废的情况下，中共中央
尤其是周恩来一再呼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
“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中共的革命
话语和建设话语在“文革”乱象中顾此失彼的窘
境。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
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倒点破了当时中共
的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们将按照如下步骤对周恩来的五次政府报
告和三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
做定量分析：第一，我们对八次报告进行词云可视
化分析。第二，我们计算并报告各个报告中“革
命”和“建设”两词出现的频次和覆盖率。所谓覆
盖率，系按革命或建设一词在一个报告中出现的
频次与字数（均为两字）的乘积除以报告的总字数
获得。这个指标描述了革命和建设两个词在报告
中所处的地位。第三，我们利用 Nvivo 软件筛查
出频次最高的 50 个关键词，并按革命话语、建设
话语以及其他分作三类，计算并报告革命话语和
建设话语关键词的数目及其覆盖率。通过这三个
步骤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在
各个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的位置，
获得定量基础的认知。第四，对报告的前 50个高
①例如，毛泽东对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的修改，体现了他作为主席和理论家的风格。毛泽东在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中，加上了一段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话：“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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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词做共享率分析。所谓共享率为两次报告的前
50 个高频词中相同的语词所占的比重，计算公式
为：两次报告前 50 个高频词中相同语词数目/
50。通过这番作业，我们可望知晓八次报告中任
何两次报告之间在高频词上的“相似性”。我们预
期革命话语比重较高的报告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
共享率；同理，建设话语比重较高的报告之间亦将
具有较高的共享率；而革命话语比重较高的报告
和建设话语比重较高的报告之间，将具有较低的
共享率。在共享率分析过程中，我们将特别关注
周恩来的五次政府工作报告彼此之间、三次党代
会政治报告之间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与党代会政治
报告之间的共享率。第五，我们将对共享率最高
的两次报告——周恩来的 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
和党的八大报告（1956）——的高频词做简要分
析，借此展示到底哪些语词进入我们的革命和建
设话语体系。
二、数据分析发现与讨论
（一）词云分析
图 1a-h 显示了我们对五次政府工作报告和
三次党代会政治报告词云分析结果。从中我们看
到，“革命”在 1964 和 1975 年政府报告以及九大、
十大政治报告中进入频次最高的语词之列，“建
设”在除了九大和十大报告词云之外的其他词云
中，虽然不处于最醒目的位置和字幅状态，但仍然
清晰可见，属于频次第二高阵营的语词。在处于
最中心、字幅最大的状态下出现的语词还有：“人
民”在五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八大、十大政治报告中
都名列前三，“社会主义”“国家”在除了九大、十大
之外的六次报告中为名次靠前的高频词，“主席”
“无产阶级”在九大、十大报告中位列最高频次词
之列。比较这些高频词的分布，可以得出三点初
步认识：第一，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三次政府工
作报告和党的八大报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共享
“人民”“社会主义”和“国家”三个高频词；第二，
“革命”在 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1969年九大政治
报告、1973年十大政治报告和 1975年政府报告中
为最高频词。在九大和十大报告中，“主席”一词
成为最高频词，“革命”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
捆绑在一起。第三，如果说 1964年和 1975年政府
工作报告同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三次政府工作报告
相比，虽然已经偏左，但同九大和十大政治报告相
比，仍旧要温和得多。“建设”在 1973 年十大报告
词云中不见踪影，但在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词云
中依然清晰可见。
（二）“革命”与“建设”关键词频次和覆盖率分布
表 2报告了改革开放前五次政府工作报告和
图1a：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词云图 图1b：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词云图
图1c：1959年政府工作报告词云图 图1d：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词云图
图1e：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词云图 图1f：1956年八大报告词云图
图1g：1969年九大报告词云图 图1h：1973年十大报告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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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的“革命”和“建设”两个关
键词出现的频次和覆盖率。从中我们看到，在 20
世纪 50年代的三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关键
词出现频次和覆盖率，对“革命”关键词而言，均占
有多数的优势。在 1956 年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
那里，“建设”略占优势。从 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开始，优势转向“革命”一端。在频次和覆盖率
两项指标上，“革命”对“建设”均为 2比 1。而后在
1969年的党的九大报告和 1973年的十大报告中，
“革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两项指标上“革命”对
“建设”的比例变成 10 比 1。值得注意的是，197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改变“革命”对“建设”
的优势，但把两者的比例下降至 4比 1。
表 2：改革开放前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政治报告
“革命”与“建设”关键词分布
文献
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
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
1959年政府工作报告
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
1956党的八大报告
1969年党的九大报告
1973党的十大报告
革命
频次
22
62
26
111
43
73
227
59
覆盖率(%)
0.19
0.35
0.16
1.13
1.58
0.32
1.97
1.18
建设
频次
66
96
72
55
11
84
19
6
覆盖率(%)
0.56
0.54
0.45
0.56
0.40
0.37
0.16
0.12
（三）“革命”和“建设”话语关键词分布
表 3报告了按“革命”和“建设”话语分类的各
报告前 50个高频词的分布情况。我们注意到，表
3 报告的各个报告的分布状况，在“革命”和“建
设”的比重对比上，在优势方向上与表 2 报告相
同。这从个方面说明了我们以“革命”和“建设”两
个关键词来分析改革开放前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
会政治报告话语体系变化的合理性。1954、1957
和 195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话语对革命话
语关键词的频次比分别约为 1.3 比 1、1 比 1 和 2.3
比 1，覆盖率比则为 5比 3、2比 1和 5比 3。在 1956
年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建设话语相关的高频词数
量虽多于革命话语（32VS26），但在覆盖率上却小
于后者（5.4 比 4.6）。在 1964 年政府报告、1969 年
和 1973年党代会报告那里，革命话语占比和覆盖
率均显著高于建设话语，而且在后两次报告中差
距悬殊。在 197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革命话语
和建设话语在频次和覆盖率上，恢复到大约相等
的位置上。
表 3：改革开放前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报告
革命和建设话语高频词统计
报告
1954
1956
1957
1959
1964
1969
1973
1975
革命话语关键词
前 50占比
24
26
30
18
40
64
58
26
覆盖率
3.15
5.38
1.53
3.21
9.9
6.11
5.16
15.48
建设话语关键词
前 50占比
32
32
32
42
24
12
4
26
覆盖率
5.05
4.6
3.19
5.82
3.92
0.35
0.3
14.87
其他
前 50占比
44
42
38
40
36
34
38
48
覆盖率
6.66
5.49
4.25
5.29
2.89
2.3
3.03
25.8
注：前 50 占比和覆盖率均为百分比
（四）共享率分析
表 4报告了我们对八次报告前 50个高频词的
两两共享率矩阵。从中我们看到，五次政府工作
报告高频词两两共享率在 0.48 到 0.66 之间波动，
三次党代会报告的共享率在 0.42 在 0.72 之间波
动。五次政府报告和三次党代会报告的两两共享
率在 0.26和 0.98之间波动。五次政府工作报告的
共享率之间的差距，显著小于三次党代会报告的
共享率差距。这也就是说，周恩来的五次政府工
作报告的高频词的连续性要显著高于党代会报
告。党的报告的连续性低，是因为八大和十大报
告之间的共享率很低（0.42），而九大和十大报告
高频词的共享率高达 0.72，在整个矩阵的所有共
享率中排名第二。九大和十大报告与五次政府工
作报告和党的八大报告的共享率普遍很低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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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与 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共享率为矩阵第二和
第一低（0.30 和 0.26）。九大和十大政治报告表达
的“极左”的“文革”意识形态是导致这些现象的主
要原因。最引人注目的是，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
的高频词，与 1956 年党的八大工作报告的高频
词，保有几乎完全重叠的高共享率（98%，见表
5）。此外，它同周恩来的其他四次政府工作报告
在高频词的共享率，均显著高于同在“文革”期间
召开的党的九大、十大报告的共享率。这一统计
发现表明，周恩来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前召开的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
拉开了告别“文革”、回归八大路线即经济建设优
先路线的大幕。
表 4：各报告高频词共享率矩阵
1954
1956*
1957
1959
1964
1969 *
1973*
1975
1954
1
0.54
0.48
0.48
0.50
0.30
0.26
0.54
1956
1
0.64
0.52
0.62
0.44
0.42
0.98
1957
1.00
0.52
0.56
0.42
0.4
0.66
1959
1
0.54
0.34
0.3
0.52
1964
1
0.54
0.46
0.64
1969
1
0.72
0.44
1973
1
0.44
1975
1
注：星号为党代会政治报告，其余为政府工作
报告
（五）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和 1956 年党的八
大报告高频词分类一览
在这一小节，我们通过报告分析共享率最高
（达 98%）的两个报告——1956 年八大报告和
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词（表 5），向读者交
代我们是如何把高频词分为“革命”“建设”以及
“其他”三类的；然后对两个报告的高频词分布方
式略加讨论，再次强化本文的主要发现——周恩
来的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拉开了告别“文革”、回
归八大精神的序幕。
表 5对两个报告前 50个高频词按频次自高向
低顺序作了报告，并把每个高频词分入“革命”“建
设”或“其他”一类。我们使用简单的语义规则进
行分类。大体而言，把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具
否定性内涵的语词划入“革命”一类，把与经济建
设直接相关、且意识形态色彩不强的语词划入“建
设”类，把难以归入“革命”或“建设”类的语词划入
“其他”类。因此如表 5 所示，一方面，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思想进
入了“革命”一类，革命、斗争、反对等否定性语词
也被纳入“革命”一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建
设、企业、商业、计划、五年计划等词划入建设话语
体系。我们对“正确”和“错误”一对反义词的分
类，透露了我们把否定性内涵作为分类标准之一
的用心。错误意味着某种否定和改造，而正确则
完全是中性的。因此，前者被划入“革命”一类，后
者则划为“其他”。
表 5 清晰地表明，党的八大报告和周恩来的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前 50 个高频
词，仅在前者的“工商业”和后者的“经验”两个词
上不一致，共享率高达 98%。因此，可以说，周恩
来的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
回归。当然，这次回归发生在“文革”末期，不可避
免地带有时代的特征。`两个报告的高频词频次
排序表明，八大报告的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高频
词的排序比较平衡，不少建设话语高频词排序靠
前；但在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排序靠前的几乎
都是革命话语，而建设话语都排在中后位置。这
表明，在对建设话语的重视上，同党的八大报告相
比，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退步了。但考虑到“文
革”期间“极左”路线不可一世的事实，周恩来
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向八大报告的回归尽管不
够完美，但对中国而言，仍旧是极为重要的理性的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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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56年“八大”报告和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高频词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社会主义
国家
人民
发展
工业
政策
错误
改造
领导
建设
群众
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
企业
生产
组织
经济
斗争
全国
农业
民族
民主
农民
任务
合作社
团结
五年计划
革命
和平
中国
事业
力量
合作
商业
生活
计划
思想
正确
少数民族
教育
革命
其他
其他
建设
建设
建设
革命
革命
其他
建设
其他
革命
革命
建设
建设
其他
建设
革命
其他
建设
其他
革命
建设
其他
建设
其他
建设
革命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建设
其他
建设
革命
其他
其他
建设
社会主义
错误
改造
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
斗争
民主
革命
思想
反对
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
专政
发展
工业
建设
企业
生产
经济
农业
合作社
五年计划
商业
计划
教育
产品
国家
人民
政策
领导
群众
组织
全国
民族
农民
任务
团结
和平
中国
事业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革命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建设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1956年八大报告
排序 单词 话语分类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
单词 话语分类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反对
社会
世界
利益
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
产品
方法
专政
工商业
革命
其他
其他
其他
革命
革命
建设
其他
革命
建设
力量
合作
生活
正确
少数民族
社会
世界
利益
方法
经验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1956年八大报告
排序 单词 话语分类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
单词 话语分类
四、总结
通过对周恩来总理在 20 世纪 50、60 和 70 年
代作的五次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词的话语分析，
并与中共八大（1956）、九大（1969）和十大（1973）
政治报告相比较，我们就改革开放前中共执政的
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的关系问题，获得了如下主
要发现：在坚持建设话语的地位问题这一点上，周
恩来做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本分。在 1959 年庐山
会议改变中国高层政治气氛之前，周恩来在相对
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作的三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把建设话语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庐山会议之后中
共高层政治走向“极左”，及至“文革”登峰造极。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无可避免
受“极左”倾向的影响，革命话语在 1964年政府工
作报告一度压倒建设话语。然而，1975 年在他生
命终端作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建设话语逆势归来，与周恩来在 1973 年不由
自主作的党的十大报告中，革命话语压倒建设话
语，形成鲜明的对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话语分
析表明，周恩来的 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是对 1956
年党的八大报告的坚韧回归。八大政治报告认
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面临的主要矛
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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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状况之间的矛盾。1975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党的
八大报告的回归，正是建设话语的回归。
我们对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话语
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始终把
现代化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的政治立场。正是在
1954 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构想的雏形。1963
年 1 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
周恩来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工业现代化、农
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
现代化的提法很快在周恩来于 1964 年作的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了确认，
并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了重
申。［10］改革开放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了
从革命向建设政治话语体系的转变。而本文的研
究揭示，这一转变是从周恩来那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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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论坛·国家治理评论》征稿与体例
《领导科学论坛·国家治理评论》是以国家治理研
究为主题、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旨
在为国内外从事国家治理及其相关研究的人士搭建一
个平等交流的学术平台。本刊不拘作者的专业、身份
和地域，唯以国家治理领域为征稿范围、以学术品质为
用稿标准，向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热忱征集言之成
理、论之有据、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文
章。稿件按照学术惯例严格实行三审制，来稿一经采
用，即按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刊。
稿件具体要求：
一、稿件形式
以研究性论文为主，字数一般以 8000-15000字为
宜，同时也欢迎理论综述、调研报告、专题讨论、学术笔
谈和书评书介。
二、格式要求及说明
（一）通过E-mail邮件投稿，采用word文档格式，
审稿周期为 10 个工作日。在此期间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请自留底稿，稿件未被录用，本刊恕不退稿。
（二）标题：简单明了，概括文章主体，建议不超过
21个字。
（三）作者署名：以不超过 5 位为宜，作者工作单
位、所在城市、邮编、有效联系方式以及E-mail，要求准
确、详细。
（四）中文摘要：能反映核心内容，写出基本观点与
结论，以第三人称角度撰写，勿对自己的文章进行自我
评价。500字左右为宜。
（五）关键词：以3-6条为宜，用分号隔开。
（六）英文摘要、关键词：翻译准确，遵循英文语法
修辞规则和习惯表达。
（七）中图分类号：参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第四版）》。
（八）稿件获基金、项目资助需标明基金名称、项目
编号。
（九）正文各级标题处理如下：一级标题为“一、二、
三……”，二级标题为“（一）（二）（三）……”，三级标题
为“1.2.3……”，四级标题为“（1）（2）（3）……”，段落中
并列的数字序号用“①②③”。
（十）统计表、统计图或其他示意图等，均用阿拉伯
数字连续编号，后加冒号并注明图、表名称；表号及表
名须标注于表的上方，图号及图名须标注于图的下方，
末尾不加标点符号。如图（表）下有标注补充说明或资
料来源，先标注补充说明，再另起一段标注资料来源
（后不加句点）。
三、注释体例
注释为正文中引用的文献、应当解释的名词术语
以及作者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内容。本刊采用脚注形
式予以说明，用①、②、③……上标标注，每页重新编号。
四、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著录项目
1. 参考文献按照在正文中参考、引用部分的顺序
进行编号。
2. 主要责任者（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
人、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章
作者）。多个责任者之间以“，”分隔，外文译作应在主
要责任者前标注国籍。
3. 文献题名。
4. 出版社（或者析出论文集名、刊名、报纸名、网站
名和网址）。
5. 译者（译著需要）。
6. 出版年（或者期刊的年期、报纸的具体日期、网
络资料的具体使用日期）
7. 页码（具体引文或者数据资料需要）。
范例：
［1］陈佳贵：《产权明晰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共
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第1期。
［2］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0年版，第72-75页。
（二）外文参考文献著录项目
1. 外文主要作者一律姓在前名在后（作者名应缩
写），作者少于3人应全部写出，3人以上只列出前3人，
后加“et al”。
2. 著作类参考文献，文献题名需用斜体；期刊类参
考文献，期刊刊名需用斜体。
范例：
［3］Matthew, C..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
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Perspective on
Its Develop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2-
15.
［4］Lisa, A. B. & John, M.. Money Laundering：An In-
ternational Challeng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Law, 1995, 89（3）: 162-163.
五、权利与责任
（一）请勿一稿数投。
（二）文章一经发表，版权即归本刊所有。凡涉及
国内外版权问题，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及有关国际法规执行。
（三）本刊热忱欢迎国内外学者将已出版的论著
赠予本刊编辑部，以备“书评”之用。本刊也热忱欢迎
国内外学者或机构将国家治理及其相关领域的重要
学术信息及时通报我们，以期将本刊建设成学术交流
的平台。
（四）本刊声明，所有文章一经本刊刊用，网络版权
即授予中国知网使用。若无此意愿，请来稿时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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